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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如何做好图书馆工作的

□□ 焦 利

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

开发信息资源、参与社会教育等职

能。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很早就认识

到图书馆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意义和

作用，并为图书馆的建设作出了积极

贡献。例如李大钊，他不仅是一位伟

大的革命家，还被誉为中国现代大学

图书馆的奠基者、出色的大学图书馆

领导者。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

主任期间，在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图

书馆制度建设、图书馆功能开发等方

面都有鲜明的见解和显著的成就。那

么，李大钊是如何做好图书馆工作

的呢？

提高自身业务工作能力

图书馆是一个信息和知识高度密

集的场所，一座图书馆的运转，背后

需要有理论、技术、方法的支撑。 李

大钊是一个对工作和事业极端负责任

的人，自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后，他

十分清楚地知道，如果缺乏专业知

识，仅凭满腔热情是办不好图书馆

的，所以他十分注意吸取国内外图书

馆管理的先进经验和理念。在他刚接

手北大图书馆工作之初，就很快参观

访问了清华学校图书馆，及时引进一

些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并在实践中

取得了明显效果。同时他积极和在国

外的一些学者联系，请他们介绍国外

一些图书馆的管理状况。另外还注意

从书本上学习，了解掌握了诸如美

国、日本等许多国外图书馆的情况。

由于他能够及时、虚心、广泛地学习

国内外办馆经验，刻苦钻研图书馆

学，从而能迅速地对图书馆事业有了

深刻的认识，又通过实践体会总结升

华成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先后发表了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

念会演说辞》《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等

一系列图书馆学方面的论文，成为最

早从理论上对我国图书馆，尤其是学

校图书馆进行理论研究的学者，对我

国图书馆学的早期研究作出了重要

贡献。

重视对馆员培养培训

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职能，需要

有受过专业教育的图书馆员。因此，

如何获得合格的馆员，成为做好图书

管理工作的关键，这也是国际范围内

普遍设置图书馆学学科的原因。通过

研究，李大钊发现美国在 1903 年时就

已有十几所师范学校开设图书馆学知

识的相关训练，这一点十分适合当时

的中国教育界引进。1921 年 12 月，他

在 《晨报》 上发表 《美国图书馆员之

训练》 一文，介绍了美国 17 所图书馆

学校的沿革、学制、课程等方面的情

况，又结合国内当时的状况，及时地

提出了培养和训练图书馆专业人员的

问题。李大钊希望国人能够吸取借鉴

国外图书馆员训练方面的先进经验，

及时改变观念和现状，为较为广泛地

开展独立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创造条

件，培养出具备条件的、合格的、具

有时代精神的馆员，以便加快我国图

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李大钊明确指

出，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发展图书

馆事业，关键是要发展图书馆学教

育，要在高等师范兴办、添设图书馆

专科或简易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

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这是关系中国

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

育前途的事情”。李大钊身体力行，在

1920 年暑期承担了北京高等师范举办

的图书馆讲习会“图书馆教育”课程

的讲授工作。这是我国图书馆界首次

举办的讲习班，在我国图书馆教育事

业中具有开拓性和示范效应。

加强图书馆制度建设

李大钊在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

间，全面系统地改革和整顿图书馆管

理制度，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和建设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大钊吸纳和参

照当时发达国家的理念与治理模式，

倡议和推动了北大图书委员会的成

立。委员会既是咨询机构，又是决策

机构，这使北大图书馆的发展有了权

威性的学术决策保障。书刊的订购是

图书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北大书

刊订购都要先提交给图书委员会审

查，通过后才能购买。这避免了图书

馆书刊订购的盲目性，逐步建立起高

质量和适用的藏书保障体系。

李大钊非常明确，收集、管理和

提供好书刊是图书馆工作的根本。他

主张各类图书兼容、中外文化并存，

为此，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基础

建立了西文新式卡片目录，中文图书

虽仍按经史子集分类，但增设了地

理、丛书、类书、科学几类。编出书

名、著者、类别三种卡片目录，形成

多种检索途径，方便了读者借阅。李

大钊认为旧图书馆采用文库式，取书

的手续非常麻烦，因此提倡开架阅

览，应该“节省无谓的手续和虚费的

时间，并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

利”。

李大钊用两年多时间，参照国外

管理经验，拟订了 《国立北京大学总

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体现了很高的

管理水平，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史上的

重要文献。虽然北大图书馆在 1906 年

就制定过 《借书规则》 和 《阅览规

则》 等章程，但一直未能认真实行。

李大钊上任后拟定了 《修正图书馆借

书规则》，提出以“为谋大多数人阅览

便利”为目的，限期还书，加快图书

流通，提高图书利用率；规定贵重和

稀有的书籍，“仅得在馆阅览”，既利

保存，又方便读者，并将借阅规则在

《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布。这样，借阅

制度逐渐完善，有效提高了北大图书

馆图书的利用和周转率。

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北京大学还

调整了图书馆的组织结构：“图书部加

请西文图书主任，中文图书主任，古

物美术品主任各一人，辅助图书馆主

任，分管各该管事务。”其中西文图书

主任由图书部主任兼之，从而构建了

北大图书馆三大模块式的组织建制，

这种适合北大特点、具有北大特色的

组织结构，为北大的教学科研提供了

文献服务的保证。在李大钊的努力

下，北大图书馆的馆藏结构、管理与

服务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成为一所

当时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的、有重要影

响的现代大学图书馆。

不断拓展图书馆功能

李大钊十分注意听取读者的意

见，出任图书馆主任不久，便在 《北

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布告：“望同学诸

君检查之际遇有不合，随时指告，必

需力求改善。”希望从大家的意见中吸

取有益的东西，以便改进图书馆业务工

作。1918 年顾颉刚写了 《上北京大学

图书馆书》，对图书馆的目录建设、丛

书目录排列、图书借阅、取书方法等提

出了中肯而尖锐的意见，并提出了许多

改进的建议。李大钊对这一意见书十分

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获

得了校内教职员工的肯定与赞赏。刘

半农说：“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自从

做了图书馆主任以来，没有一天不是

很诚恳、很刻苦的想法改良。”

李大钊认识到古代图书馆与现代

图书馆的性质完全不同，认为现代大

学图书馆要服务好教师的研究教学，

为学生学习提供好辅助性书刊参考，

首先要成为“研究室”，因为只有研

究、了解了学术，才能发挥出各种书

刊的最大效用。要把图书馆变为研究

室，还必须加强和改善全体图书馆工

作人员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李大钊认

为，如果职员天天办的都是些借书的

手续，那么这个图书馆就不是研究

室，变成借书所了。他首次在图书馆

中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助教式”工

作人员，“一层可以消除师生间的隔

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

李大钊非常注意发挥图书馆在研

究和传播先进文化中的优势。1920 年

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在北大图书馆内设“亢慕义

斋”（“亢慕义”是英文共产主义的中

文译音），藏有中英文的马列主要著作

60 余种。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图

书馆成为当时中国一个研究、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的重要

阵地，许多进步青年都把北大图书馆

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来这里

听李大钊介绍新的思想，在他的指导

下共同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图书

馆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阵地，这是中

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划时代转变。

总之，李大钊所学专业虽然不是

图书馆学，但受聘担任北大图书馆主

任后，他以图书馆实际工作者和管理

者的身份，通过学习研究相关专业知

识、革新北大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发

表图书馆学演说、讲授图书馆教育等

方式，对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专业

人才的培养进行了较早的系统探索。

他还积极推动了中国图书馆界的第一

个协会组织——北京图书馆协会的成

立，并当选为中文书记，与职业图书

馆学家们一起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图书

馆事业的转型发展，也为中国现代图

书馆学的研究和制度建设树立了成功

的样板。

□□ 吴昊昙吴昊昙

“不登王莽岭，岂识太行山。天下

奇峰聚，何须五岳攀。”耸于陡峭山间

的巨石上，刻画着笔走龙蛇的题诗。

我 和 朋 友 驾 着 越 野 车 ， 穿 行 在 山 谷

间，亲眼所见这狂飙般的行书刻字，

心 情 很 是 振 奋 。 神 往 已 久 八 百 里 太

行，终于抵达。

到 了 山 之 巅 ， 不 由 分 说 ， 舍 车

马 。 站 在 清 风 亮 日 、 绿 意 盎 然 的 高

处 ， 环 顾 四 野 ， 奇 峰 怪 石 ， 莽 莽 苍

苍 。 秀 丽 风 光 入 眼 来 ， 顿 觉 神 清 气

爽，心扉豁朗，一些久积于心的烦恼

和困惑瞬间如拨云去雾，无影无踪。

素有“太行至尊”美誉的王莽岭似从

天而降，岂不乐哉？

早闻风景独好，故事迷人。兴奋

地迈开腿，沿着山石铺成的小路，走向

满目绿色的林中。群山峥嵘，一座连着

一座，连绵不绝；石柱奇峰，一根接着

一根，直逼云天；陡岩峭壁，一面连着

一面，像一幅天然画布；深邃沟壑，一

个接着一个，纵横交错。一路上，有风

吹来，松涛阵阵，此起彼伏，如奏乐

章；有鸟啼鸣，清脆悦耳，像致辞远

客。这远不及边深不见底的崇山中，

藏没着众多珍稀与神秘。

奇峰汇聚的王莽岭地势险要，为

历代兵家争夺之地。巨崖“刘秀跳”

便是其险中之险、谜中之谜。这里流

传着王莽与刘秀争斗的故事，“王莽

岭”之名就来源于此。行到此处，一

行人不禁驻足环视。崖前劲风萧萧，

仿佛时光回到了 2000 年前的古战场。

西汉末年，政局动荡，王莽称帝，建

立新朝。民间传说有一次刘秀深夜带

兵到王莽军营刺探军情，不料被王莽

将 士 发 现 并 尾 追 至 此 。 前 有 悬 崖 深

峡，后有紧赶追兵，情急之下，刘秀

纵身一跃，投身万丈崖谷。王莽的将

士则无人敢跳，而刘秀绝处逢生，安

然无恙地得以逃脱。当地人戏称，“刘

秀这一跳”，跳出汉朝 200 年的江山。

离开险绝之境，我和朋友们又来

到另一段奇绝之路——挂壁公路。车

子在悬崖峭壁上的公路蜿蜒而行，有

一大半车程是穿山而过。汽车钻进低

矮狭窄的山洞，透过车窗，车灯照映

出隧洞内的坚硬青石，以及炸药和凿

子留下的清晰痕迹和纹理。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几代太行山人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历经 30 多年奋战在王莽岭

绝壁上凿出这条七八公里长的公路。

靠绝壁一侧，是从山腹里掘出的一道

道洞口。向外远观，但见峡谷旷古雄

壮，田园麦苗青青。我们坐在车里，

紧张得屏住呼吸。盘旋至谷底，回望

隐藏在太行山深处的挂壁公路，简直

是在绝壁上构建的人间奇迹——挂壁

公路的一端，隐秘着原始的美景；挂

壁公路的背后，王莽岭山民用生命和

鲜血铸就了感人魂魄的奋斗精神！

巍巍太行山，雄伟、险峻；茫茫

王莽岭，浑厚、秀美。一方水土一方

人 。 战 争 年 代 ， 山 里 人 送 子 参 加 抗

日，吹响嘹亮军号；和平时期，庄稼

人用双手在绝壁“抠”出通途，换了

人间。

傍晚，结束了一天的行程，我们

来到大山脚下一座小村庄里住宿。客

店主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向我们自

豪地介绍王莽岭的风景、故事。鲜花

在院子里开放，房间干净整洁，好有

宾至如归之感。主人安顿好了我们一

行，就扎进厨房，忙着准备晚餐。开

饭了，圆桌喷香，地皮菜炒土鸡蛋、

农家木耳小炒肉、杏仁野菜、蒜香灰

灰菜、山蘑菇炒肉，最隆重的是桌子

中央那盆黄澄澄的土鸡汤。主人还端

出自家酿的酒，与我们一起共饮，聊

如今家里和乡亲们生活的新变化。我

们同行中的“诗人”不禁举杯吟哦：

“太行巍峨万仞峰，云霞缥缈有无中。

犹听陵川号声厉，军旗红！戏说当年

王莽事，更喜新村振兴功。醉里再倾

三碗酒，偎斜松。”在这样的山水人

家，不饮已醉。

要 说 再 见 ， 心 里 却 是 不 舍 的 留

恋。我把 《在太行山上》 情不自禁地

歌唱，向着古神话传说 《愚公移山》

重现于挂壁上的公路回望，对民风淳

朴新农村的幢幢新舍、青青麦苗投以

深情的目光。

我忽然发觉，我已深深地爱上这

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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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谈到“知行合一”。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

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

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

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

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

为。关于知和行的关系，他指出，

“‘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

重 点 、 是 关 键 ， 必 须 以 ‘ 知 ’ 促

‘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

合一”，“我国古人关于知行合一的论

述 ， 强 调 的 也 是 认 识 和 实 践 的 关

系”。他还强调，思政课教师要自觉

做到修身修为，像曾子那样“吾日三

省吾身”，像王阳明那样“诚意正

心”“知行合一”，自觉做为学为人的

表率，做让学生喜爱的人。

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知行观，

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基本问题之

一。早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

期，中国古代先哲们就开始对知行的

辩证关系做过初步探讨，如 《尚书》

提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

传》 提 到 “ 非 知 之 实 难 ， 将 在 行

之”。到了明代，王阳明首次系统论

证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在儒家思

想史上引起广泛的争论，对后世影响

深远。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记载他与

弟子门人交游问学的往来语录《传习

录》中。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内涵，把握中国古代知行观

的实质内容，本文对《传习录》中阐

发的“知行合一”思想进行再探讨。

“知行”的层次问题

一般而言，知为认知，行为实

践。但是细读 《传习录》 会发现，

“知行”的主体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

个层次，“心之知行”“意之知行”

“身之知行”。“心”可理解为本心，

“意”可理解为意识，“身”则是身

体。关于“心之知行”，王阳明提出

“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一方面，“心

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

所以，“心”所具有的“知”即是

“良知”；另一方面，“夫人心本神，

本自变动周流，本能开物成务”，所

以，“心”还具有生成万物之动能，

是“不学而能”之“良能”。因此，

在王阳明心学中，“心”之知为“良

知”，“心”之行为“良能”。

关于“意之知行”，《传习录》中

写道：“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意识、意念基本上属于知的范畴，但

是在王阳明这里，意识不仅有“知”

的属性，还有“行”的属性，因为意

识可以触发行动。“知食乃食”的例

子就充分说明了意识如何触发行动。

人只有“欲食”的意识，才有主动去

“食”的行动，“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

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

始矣”。因此，没有意识，行动便没

有动力。所以“意”之知是意识的感

知，“意”之行是意识的触发，并表

现为行动。

最后，“身之知行”。与“心”

“意”相比，身体是由具体物质构成

的客观实物，人之耳目四肢一方面可

以感知外界刺激，此即“身”之知；

另一方面，“身”还可以在感知刺激

之后作出相应的举动，此即“身”之

行。正如 《传习录》 中所言：“汝心

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

耳；汝心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

动，发窍于四肢。”

“心”“意”“身”虽然都具有

“知行”两相维度，但是其地位却是

不同的。“心”之“知行”是首要，

如 《传习录》 中所说：“若是知行本

体，即是良知良能”。意识、身体的

“知行”都是依赖于本心的“知行”。

“知行”的顺序问题

《传习录》 中记载了王阳明与其

弟子徐爱的一段对话，王阳明说道：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依据

字面意思，认知是行动的开始，行动

是认知的完成，似乎先有知，而后才

有行，故知行有时间先后之分。然

而，王阳明说完此话之后紧接着又说

道：“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

有 行 在 ； 只 说 一 个 行 ， 已 自 有 知

在。”其实，“知行”是一体两面，并

不存在顺序上的先后之分。“知”即

包含“行”，“行”亦包含“知”。没

有“行”的“知”不是王阳明心学的

“知”，没有“知”的“行”亦不是王

阳明心学的“行”，“真知即所以为

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在与弟子徐爱的对话中，王阳明

还以反面案例说明知行的合一性。

“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

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

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

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

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

响 ， 所 以 必 说 一 个 行 ， 方 才 知 得

真 。”《传 习 录》 反 复 强 调 的 是 ，

“知”和“行”不是两件先后分离的

事，而是一件事的两个向度。

此外，为了说明知行的合一性，

《传习录》 中还有一些以“孝悌”

“痛”“寒”“饥”为例，说明“知

行”不可分割的言论。“就如称某人

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

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

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

弟。”又比如如何知痛知寒知饥，“必

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

了；知饥，必已自饥了。”可以看

出，要有知，必有行在其中。因此，

王阳明才断定，“一念发动处，便即

是行了”。

“知行”的良知良能问题

良知良能是“知行”的本体。意

识的认知与身体的感知都是基于本心

之“良知”，意识的发动与身体的举

动都是基于本心之“良能”。在 《传

习录》 中，“知行合一”不仅强调

“知”和“行”本身，更强调“知

行”的良善属性，应以良知良能导引

“知行”。

“知行合一”的“知”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知”，而是“良知”。 王

阳明认为，“知识”与“心之本体”

之间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不离心

的知识，“此心在物则为理”，以本心

去求事物之理，可以达到“知行合

一”；一种是失却心的知识，“外心以

求理”，外于本心去求理，“知行”则

会分离。以外心求理，可使“知识愈

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

蔽”。换言之，如果没有良知导引，

知识的增长不但不能用于良善之目

标，反而会使人沉溺于私欲，乃至泯

灭天理。因此，私欲的存在会使“知

行”与良知良能分割开，“都是一个

私心，便不当理”，从而无法达致

“知行合一”。

由此，“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

在于良知良能的实践。“知良能，是

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

之本旨也。”当然，“知行合一”并不

意味着排斥知识，而是强调其良善之

导引，“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

用力”。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

之一。“知行合一”思想丰富了传统

文化中对认识与实践关系的理论探

讨，对我国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20 世纪 30 年代，毛泽东最出色

的哲学著作之一 《实践论》，其副标

题即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

和行的关系”。这表明，在“中国

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

的“实践”特色与中国传统哲学“知

行合一”的本质特征融合起来。因

此，深刻理解“知行合一”，亦将有

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夯实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

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

扎根。

〔作者系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

院） 国际战略研究院讲师〕

对“知行合一”思想的三点认识
——《传习录》研读体会


